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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末代传统农民的历史浮雕 

———论长篇小说《火鲤鱼》

龙长吟

（怀化学院 中文系，湖南 怀化 ４１８０００）

［摘　要］姜贻斌的长篇小说《火鲤鱼》，以一种同情和敬意的心态构筑了一代传统农民的典型形象。生活的艰难，归宿的凄

凉，简单的知足，高贵的守护，矛盾地集结于他们一身，他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体农民的象征。作品以类型化的平面化叙事

方式展现了他们相同的境遇和归宿，这些面目、境遇、归宿几乎接近的个体构成的群像，成为中国末代传统农民的历史浮雕，

极具历史认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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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题材小说处于低谷

之际，姜贻斌的长篇小说《火鲤鱼》书写建国数十年

来农民单调而艰难的生存境况，这在文坛是一件好

事，在作家自己，则释放了多年来对农民的深情思

念，消解了作家挥之不去的农民情结。

在农村题材小说之林中，姜贻斌的《火鲤鱼》到

底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呢？作品自然没有鲁迅借阿

Ｑ形象批判国民性弱点那样的深刻，没有沈从文写

《边城》那样，创造一个世外桃源寄托自己的社会理

想以反抗时代大力的挤压，没有学叶圣陶、茅盾，借

《多收了三五斗》《春蚕》提出“丰收反而酿成了农

民的灾害”的社会问题，没有步蹇先艾路数专事批

判农村落后腐朽的风俗习惯，没有像叶紫热情歌颂

农民的反抗精神，没有依傍周克芹、高晓声，借许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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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李顺大毕生，用他们的经历批判“四人帮”左

倾路线对农民的戕害，也没有如同事向本贵的《凤

凰台》，用一个“饿”字概括上世纪后五十年农民的

生存困境。姜贻斌就只是姜贻斌，他把小时候那伙

农村朋友当年的情形和后来的境遇、归宿，把自己

看到的听来的有关他们的片断，星星点点，断断续

续地告诉读者，向我们展示出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

一代农民的群像。期间，作者有意突出他们的共

性，淡化其个性，剥离了大时代和政治力量对人物

命运的影响，放黜了他们的性格，驱除了小说内在

的情节牵引力，这些由面目、境遇、归宿几乎接近的

个体构成的群像，理所当然地别有新意与深意

在焉。

“火鲤鱼”是自然界存量极少的一个稀缺鱼种，

“浑身通红，通明晶亮，甚至能够看见它淡黑色的内

脏，像一朵大红的牡丹花”，也是邵水河人们传说中

的吉祥物：“谁要是捉到火鲤鱼，就会走大运。以前

有人捉到一条，这家人居然出了三个进士。”［１］２５火

鲤鱼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渔鼓庙方圆百十里

的农民毕生不懈，只想抓住它。由于火鲤鱼能给人

们带来幸福，实现理想，因而它又是一个文化象征

符号。小说以“我”在渔鼓庙的童年生活和３０年后

的一次回访为线索，以渔鼓庙人矢志不渝地抓住火

鲤鱼（追求幸福）为聚焦，串联起上世纪５０年代至

当下６０来年中，三国、伞把、苦宝、满妹、水仙、银

仙、雪妹子、小彩、乐伢子等一代农民简陋的生命片

段和命定的人生归宿，凝聚起精神相同、形态相近、

归宿相似的艺术群像。他们的叠加与重合，堆成了

新中国一代农民的历史雕像。

以对待新生事物的不同态度，恩格斯曾把农民

分成保守的农民与开化的农民。如果按照文化属

性来划分，凡是接受了现代文明、以现代文化为处

世根基的农民称之为新型农民，那么，凡是以农耕

文化为人生准则和处世根基的农民则是传统农民。

姜贻斌笔下渔鼓庙的农民，虽然与新中国几乎同

龄，但他们始终恪守以道德文化为主体的儒家信

条，以墨家勤俭文化为生活准则，以天人合一、消解

欲望的道家文化为精神内核，从内到外，都笼罩在

古老的农耕文化之中，他们是典型的中国传统

农民。

　　一　归宿的凄清与局部的快乐

新中国的农民，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也曾获

得土地，但由于左倾危害和底子太薄，生产落后，长

期以来，物质生活一直相当贫困。直到本世纪初，

人们还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的慨叹。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从根本

上解决“三农”问题。在全国农村中，渔鼓庙因旁边

有雷公山矿区，农工杂处，比一般的农村境况还要

略为好一点。即便如此，那里的农民好多既未能成

家，连起码的温饱都不能解决。生性木纳的三国，

虽然成过亲，可仅仅一个月，女人神不知鬼不觉地

离家出走了，父亲死活不明，娘也去世了，妹妹也走

了，活得不如一盏孤独的煤油灯，永远挑青菜卖度

日，永远打双赤脚，永远吸着“喇叭筒”，永远难得露

出笑容。雪妹子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曾勇敢地

南下郴州找当了工人的我二哥，要求结婚，不成，而

后孤零零地负气走新疆，被人奸污，带着仇恨与遗

憾，年纪轻轻地长眠在无依无靠的西北边陲。二哥

毕生追求而不可得的小彩，优雅、漂亮，凡事从容不

迫又敏感多情，数十年后，面对顺道来访的二哥，居

然未曾正眼瞧一下，不接一句腔，生活就如磨人的

砂轮，“将她夫妇的情感磨砺得粗糙不堪。”［１］１４５好

在这类情形，西方小说家早已写过，作者便惜墨如

金了。

中国农民创造了中国的农耕文化，而农耕文化

又固化了中国农民超乎物质之上的精神自慰，农民

意识与老庄思想某些方面基本一致。老庄的安命

思想是农民精神自慰的核心。这是姜贻斌认识农

民的独到与深刻处。尽管农民处境艰难，生活贫

困，但他们非常知足，安命自尊，日子过得平静、快

乐。小时候他们疯玩，乐而忘忧；长大后面对贫困、

饥饿和各种难以承受的痛苦，一律能泰然处之。这

就是世所称道的“安命精神”。一般人要做到“安

贫”已属不易，在恶劣的境遇中平静乐观地处世，实

在需要大修炼。渔鼓庙的农民几乎都有这种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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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幸的三国从来没有沮丧和失望，甚至连《诗

经·硕鼠》中那点儿怨愤也没有，越是贫匮，越是自

尊和体谅他人。老了，干不动活了，眼睛也看不见

了，还心安理得地守护着他那份尊严。村邻接济

他，他坚辞不受，我们兄弟两个去看他，看在３０年

前的朋友份上，他才好不容易接受了我递过去的一

根纸烟，插在耳根上，满意地回到随时可能倒塌的

居所，默默地打发生命的余光。

农民的局部快乐，依赖的是超常的苦难承受

力。他们面对苦难，不到关键时刻不会发泄，可一

旦发泄，虽不能排山倒海，也能泣鬼神、感天地。水

仙和银仙不甘心在贫困的农村呆上一辈子，用打卦

的方式决定出走，带了两件旧衣物，一路乞讨，直奔

新疆，终于搭上一辆便车到了戈壁。为保护童贞，

被欲望不能得逞的司机深夜抛在荒野，迎面上来了

一大群饿狼！两个弱女子面对慢慢围攻上来的眼

闪绿光、呲牙咧嘴的凶残的狼，一切挣扎都是徒劳，

唯有等死，但心又何甘？痛苦绝望中，眼泪刷刷直

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死前痛哭一场，把一路的委屈、

屈辱、艰辛、磨难、饥饿统统倒出来。就在俩人呼天

抢地的痛苦的哭喊声中，奇迹出现了：围拢的恶狼

静静地望着两条可怜的生命，望了一阵子，悄悄地

后退，退着退着，也朝天猛烈地嚎叫起来，叫一阵

子，然后默默地走开了。狗通人性，狼是狗的本家，

肯定也是通人性的。狼居然放过了两个可怜人，退

走了，还朝天嚎叫，帮着她俩鸣不平。姜贻斌笔下，

水仙银仙代表的那个年代的农民的痛苦，和面对死

亡的态度，连狼都被感动了。她俩的委屈、痛苦，临

死前那份冤枉与不值，似乎并不亚于关汉卿笔下的

窦娥！然而两人并没有深陷痛苦之中，事情过后，

她们终于又搭上一个司机的便车，脱险后非常高兴

和快乐，其中一个很快与青年司机缘定终身。

农民超常的苦难承受力，与庄子“妻子死了击

箕而歌”的顺乎自然、超越生死的人生态度自然相

通。人皆以为农民是最现实的，其实不然。在现实

利益上，农民是最实际的，但在生活态度与生活情

调上，农民又是相当浪漫的。没有这点浪漫，就无

以消解痛苦，抚平伤口。农民的浪漫常常体现在他

们的行动和语言中。三国为什么不把我给的香烟

当场抽掉而夹在耳根上？这个行为犹如５０年代青

年农民口袋边插钢笔，善意的“装相”，留个美好的

想象与纪念，自然藏有几分浪漫色彩。渔鼓庙人除

了苦难，几乎都有一点浪漫色彩，这点浪漫是他们

快乐的表现，也是他们快乐的源泉。伞把一生没有

放弃过拉琴与下河抓火鲤鱼，抓火鲤鱼的时间毕竟

有限，午间与晚间大都是休闲时光，那时，渔鼓庙人

都能听到伞把悠闲而优雅的琴声。农民的浪漫表

现在语言上就是幽默，相互取笑。三妹子与伞把的

婚礼上，“人们很有节奏地喊起来———我打你一个

波（接吻），你打我一个波，鸡婆生了两个波（蛋），

一人一个波。”［１］７９运用方言与谐音，调侃新婚夫妇，

既含蓄又露骨，还不失规矩，这就是农民的幽默，正

是这种幽默的话语方式，构成了《火鲤鱼》整体的语

言风格，形式与内容可谓融洽和谐。

　　二　简陋的生存与高贵的守护

作者笔下渔鼓庙的农民，他们生活要求很低，

欲望不强，人生诉求极其简单、平庸，却又总是自觉

地、持久地守护着那点心灵的高贵。尽管他们的人

生太简陋，然而越是人生简陋的人，越有尊严感；越

是地位卑下、物质匮乏的农民，人格意识、面子观

念、尊严感比谁都强烈。农民的尊严，在逆境下，往

往表现为孤独、不轻易与人往来，或者表现出某种

反抗意识。姜贻斌是深度了解农民的作家，透过表

面的孤独与叛逆，他看到了农民的高贵和尊严，顿

生敬意。更多的时候，因为能耐不够，农民将内在

的尊严和叛逆，自行压抑了，消解了。他们无力获

取别人的尊重，就越发自己尊重自己，苦宝就是这

类农民的代表。苦宝没了父亲，从小娘儿两相依为

命，他与队长克山实力悬殊地进行斗法，虽然失败

了，但那是高贵者对恶棍的精神惩罚，是平凡的农

民自我人格的捍卫，是对践踏他人尊严的恶人的奋

力反击。农民祖祖辈辈和大自然打交道，与人交往

多限于邻里，这培养了他们诚实、实在的性格和把

一切都背负到自己的肩上的强烈责任感，甚至不惜

以生命作代价。伞把不懈地给三妹子捉火鲤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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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死在了邵水河里；三国、苦宝、王淑芳、乐伢子，莫

不如是。的确，他们老实得有点愚昧，但这是一种

高贵的愚昧。

渔鼓庙的农民虽然贫困、艰难、实在，却也不失

理想。《火鲤鱼》中写了很多人的“出走”，这出走，

就是追求幸福和理想。水仙，银仙，雪妹子，还有苦

宝，都是为理想所驱使，到异地去寻找新的生活。

他们的出走，是捕捉“火鲤鱼”的另一种形式，只是

不在邵水河而已。他们的出走，除了盲目无主，结

局凄凉这点以外，就性质而言，与“娜拉式出走”完

全不同。五四以后，知识女性反抗婚姻、追求自由

成为一种时尚，她们出走虽然不乏迷惘、痛苦与彷

徨，然而有着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从保守

到革命的进步意义。可是渔鼓庙人出走，纯粹为了

摆脱贫穷，寻求活路，没有任何社会反响，引不起周

围人群和社会的半点涟漪，更不含任何现代意义，

唯一可称道的是当时自我感觉的美好。建国以后，

中国农民曾有三次大出走（或曰大迁徙）：１９６０年

代出走新疆、黑龙江，到大西北与东北谋生；１９８０年

代，离土从商；１９９０年代至今，大量的农民进城务

工，不少在城市中安了家。第二、三两次出走，有着

丰富的现代性意义，反映它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

可第一次出走是求生本领驱使下的纯动物性迁徙。

反映这次“出走”的小说至今不多，《火鲤鱼》关注

了这个空白。没实现理想并不等于放弃理想。雪

妹子最终固然割腕自杀了，但她临死前，从容不迫

地选择了与天边相连的向日葵园地，死也要死在时

刻朝向太阳和光明的地方！她“置身在无边无际的

向日葵丛中”，把一盘最大的向日葵放在脸边，眼睛

望着纯净的蓝天，口中轻轻地喊着恋人“二哥”，诗

意地安祥地飞离了人间。这样自洁自爱的灵魂和

肉体，这样生死不渝的追求，难道还不高贵吗？尽

管他们的理想有时近乎幻想，但还是矢志不渝地厮

守着，追求着，虔诚，执着，坚定不移，毕生不灭。渔

鼓庙农民坚持理想的种种行为，包括“出走”和自杀

时的美好感觉，无疑具有莲花般的品格，虽然也有

点突兀、滑稽。可是，“如果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同

步发展，达到一种协调，那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突兀

感和滑稽感了。”［１］４８同样，作家如果不深知农民，决

然没有这样的笔墨；如果对农民没有真挚的爱恋，

也不会有如此深沉的喟叹。

　　三　嘻哈文风与乐园图式

火鲤鱼这个象征幸福的意象贯穿小说的始终，

表明作家一直在努力为农民记录幸福。只可惜农

民的幸福实在太少，想记录幸福，却“并没有多少的

美好和幸福，能够让我记录下来。”［１］３６５姜贻斌的创

作心态始终处在事与愿违的矛盾和无可奈何之中。

正是出于无法解脱的矛盾和无奈，迫使作家采取了

故作轻松的书写策略，“在写作中，我是很放松的，

甚至有一点随意性”，［１］３６５这就形成了小说的嘻哈

文风。这种文风，有宽松、轻快、随意、幽默、讽刺等

多种意思。“嘻哈”一词乃主持人彼此口水战的术

语，两个主持人尽力争取观众的喜爱，采用令观众

兴奋的各种形式的语气腔调和绕舌的技巧，挖苦对

方，降低对手的激情，鼓动人群拥护自己。作为一

种文化手段，最早由非洲原始部落传出，继而在纽

约的非裔及拉丁裔青年之间兴起，迅速发展壮大，

席卷全球，近年来在中国也很流行。《火鲤鱼》中这

种风格的语言遍布小说各处。看到昔日风姿迷人

的雷公山今日已光秃秃，“忽然，我想起躺在省博物

馆里的女尸。”［１］２８７两者联系若有若无，转折急骤，

颇含智慧与意趣。“你说我能生气吗？”“你说我不

能生气吗？”［１］２４９前后否定的两句话紧紧对接，就像

两个人在斗嘴皮子。有好几处地方，姜贻斌干脆采

用单词成句，逐行加字、等级上升、直排成阵的结构

主义方式，如：

叔。

哎。

叔叔。

哎哎。

叔叔叔。

哎哎哎。［１］１７５

直至１２行之多。这种带有很大随意性与讥讽

意味的语言、语式，不但清楚地体现了嘻哈文风的

特色，也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他对农民发自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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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

与嘻哈文风紧密相连的是乐园式的叙事方式。

渔鼓庙的农民生活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但是自然即

快乐、平淡是福的传统观念支配着他们的思想，“辛

苦讨得快乐呷”，他们往往生活在心造的极为简单

的乐园中。“乐园”一词来源于《圣经》里亚当夏娃

居住的伊甸园。那里地上撒满金子、珍珠、红玛瑙，

开满各种奇花异卉，树木丰茂，食物丰足，河水淙

淙，滋润大地。又叫湾泥的渔鼓庙，虽是乡村陋地，

但那里开了矿，农工共处，当然是人们生活的快乐

场所。小说写苦难的人群，写得最多的却是孩提时

代的生活，以及兄弟回访儿时朋友的快乐时刻。这

是作家乐园图式叙事的现实依据与情感保证。到

了那里，连我们兄弟父母的笑声都“像一柱调皮的

炊烟。”［１］３小时候伙伴们打闹、游戏，故意与大人搞

恶作剧，无忧无虑，肆无忌惮，心生莲花，渔鼓庙的

确是农人真真实实的乐园。再苦的儿童走进玩耍

的队伍时，都把仇恨、痛苦和一切都忘记了，“嘎嘎

大笑，与我们发疯般玩耍。而大人们呢，也在嘎嘎

大笑，在发疯般玩耍。”［１］１７９即使多年后下了岗，满

妹做了响器班子的穴头，专为死了人的家庭哭丧、

唱挽歌，也乐滋滋的。３０年后我去看三国时，他

“一直微笑着，像一朵朵渐渐绽开的菊花。在绽开

的菊花里，我竟然看不到一丝苦难。”［１］１９２令读者心

情难以舒畅的是，他们的快乐是从苦难的内核中生

长出来的。沉重的快乐才是构成小说嘻哈文风的

根本要素。因此，《火鲤鱼》的嘻哈文风明显地烙上

了黑色幽默的印迹。

农民的局部快乐与作家的嘻哈文风就这样构

成了小说的乐园图式。这里的乐园图式，不单指那

一代农民的生存态度，还包括作家姜贻斌的叙事方

式。哪怕是再苦难、凄清的人事，在姜贻斌那里都

用故作轻松的笔墨或玩笑的语气说出来，微笑中含

着血泪，文字里略带黑色幽默的残酷。乐伢子分明

是毕生无笑容，抑郁而死，可我对着他的遗像时，分

明看到了他灿烂的笑，不但我看见了，他的遗孀也

非常兴奋地看见了，止不住说：“假如他活着的时候

能有这样的笑，该是多么好啊。”［１］２２２用夸张的方

式，以生者对死者的幻想之笑，反衬其生前的绝无

笑颜，表现死者超常的责任与敏感，轻松的表面背

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全书每个章节的叙述人都是

作者“我”，被叙述者很少摆脱作者站出来现场直接

展示，全是第一人称，没有三人称，不同章节的叙事

态度与叙事方式基本一致，呈现出平面化、格式化

的图片连缀的结构特征。由此便形成一种“沉重的

快乐”的叙事“模式”，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之为“乐

园图式”。

乐园图式和嘻哈文风并没有减损小说的时代

气息。恰恰相反，小说常常于不经意中流露出强烈

的时代感。小彩夫妇看二哥时，小彩说：当时，我不

是看他出身好，我会嫁给他吗？当年血统论施虐，

出身不好的男青年，个人条件再好也难找对象。改

革开放后，出身不好的凭借先天遗传和多年受压磨

炼出来的修养，时逢盛年，无论在官场商场情场都

优游自如，大展宏图。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短

短一句话，压了３０年，一旦吐出，对照着眼前的丈

夫王一鸣和二哥的现实图景，包容了多大的社会历

史涵量啊！

一般读者总是不忘赞美以２４个节气命名并为

小说排序的布局技巧。由此出发，我还发现这部小

说的篇幅刚好３６５面，是否暗指一年是３６５天？说

实话，这样一来，光从形式着眼很可能误入歧途，难

免遭受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批评。只有把它

与象征意义的“火鲤鱼”意象联系起来，与作家“乐

园图式”的模式化叙事方式联系起来，这种以节令

为各章命名，以时序为结构顺序的小技巧才转化为

大手笔，才有了深意。它装进了农民亘古不变的生

活节律，是对过去时代传统农民周而复始的生活的

曲笔表达，才由此变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小说最

后一章名叫“立春”，寄寓着“一代旧式农民从此终

结，新的现代农民从此开始”的含义，这也是妇孺皆

能看出的含义。也正因为字面外的含义能让妇孺

皆懂，《火鲤鱼》便比那些故作高深、文字艰涩的作

品高明得多。

《火鲤鱼》写的是与共和国基本同龄的一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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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农民。这一代农民，也不是个个纯洁如兰花，温

顺如绵羊，还有如车把这样的杀人犯，但那毕竟只

是一个特例，不伤害这一代农民的整体形象。在农

耕文化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三国、苦宝这一种类型

的农民，简陋的人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生存的乐

园图式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即便是当年的梁生宝，

柳青在《创业史》第三部要安排他出国考察，可真实

的模特儿王家斌，过苦日子时却真真切切地在外讨

米逃荒，仍然是货真价实的旧式农民一个。姜贻斌

笔下的这些农民，与王家斌略有不同的是，他们身

上没有政治痕迹，也少体制标志，没有阶级差异，只

有贫困的生活和无奈的挣扎；他们与日益融入城市

文明的现代农民更加不同，没有“潇洒走一回”的欲

望和经历，没有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

生活，在古老农耕文化规范下，他们那简陋的人生

与貌似快乐的乐园式的生活情景，概括了一代农民

的整体形象。但是，他们的后代则有了很大的不

同。有的告别农业，进入城市，有的转入了农村的

非农产业，有的虽然没有改变，但却正告别传统文

化，告别小块土地、手工操作和人畜力的耕作方式，

变成经营商品农业的新型农民。姜贻斌笔下的三

国、苦宝为代表的这一代农民，曾处于浓厚的农耕

文化包围中，但现代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必将淘

汰并取代古老农耕文化，荡尽农耕文化中所有的落

后因子，且具有不返性。因此，渔鼓庙的这一代传

统农民，将是中国最后一代旧式农民，从此以后再

也不会出产这一类农民了。姜贻斌没有批评，而是

充满同情与敬意地描写他们，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

一种真实的不加修饰的平面化记录，一种人生的借

鉴。平面化叙事得到的是扁平形象而不是圆形形

象。圆形形象走向典型化，扁平形象走向类型化。

类型的集合构成原型，《火鲤鱼》塑造的渔鼓庙农民

群像，叠合在一起，将成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农民的

艺术原型存留于世。我们这里说的原型，不是指本

来意义的“积淀于人脑中潜意识领域的原始类型的

构型”，也不是指宗教思维模式规范的基于原始经验

不断重复出现的类型意象，而是指依据现实状况构

造出来的，不会再重复出现的，可以代表整整一代农

民的类型形象。类型化并非艺术的千篇一律，而是

一代农民处境与归宿的基本相同。姜贻斌《火鲤鱼》

中的农民形象，因之获得整体象征的意义，从而铸就

了一座中国末代传统农民艺术原型的历史浮雕，具

有历史认知价值。这浮雕，日月很难磨损，风雪很难

侵蚀，在今后城市为主体的现代文明社会中，历久弥

坚，可望演化为中国末代传统农民原型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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